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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齐 昊 ［美］ 大卫·科茨*

田 柠 李 政 译 马梦挺 校＊＊

摘 要 本文考察了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考虑了几种可能的渠

道，通过这些渠道，国有企业可以发挥支持增长的作用: 第一，通过大规模投资稳定经

济低迷时期的经济增长; 第二，通过投资风险较高的技术领域促进技术进步; 第三，遵

循高端路径方法 ( high-road approach) ，给工人支付生活工资，这有利于中国未来走向更

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实证分析发现，较高比例的国有企业有利于长期增长，并倾

向于抵消经济衰退在区域层面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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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有企业 ( SOEs) 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所指的国有企业，既指国有

独资企业，也指国有控股公司，不包括国有或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2015 年，国有企业

利润总额达到2．3万亿元，占全社会经营总盈余的 13．2%。国有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作用更

为重要。2015 年，国有企业的税收占中国税收总 额 的 30． 9% ( SASAC，2016; NBS，

2017) 。在可获得更多数据的中国工业部门①，2015 年国有企业占总资产的 38．8%，总收

入的 21．8%，总利润的 17．2%和总就业的 18．2% ( NBS，2017) 。在 2015 年，中国国有企

业的税前利润大约是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税前利润的一半 ( BEA，2017) 。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单纯关注 GDP 增长对

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可取，但高产且可持续的产出增长率是一个重要目标。本文发现的

证据表明，很大比例的国有企业对长期 GDP 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有积极影响。

国有企业的增长效应在文献中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国有企业降低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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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因为它们在微观层面上效率低下 ( 例如 Chen and Feng，2000; Lin and Liu，2000;

Brandt and Zhu，2010) ，或者它们吸收了可以被私营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稀缺资源 ( 例如

Jefferson，1998) 。我们认为传统智慧在经验和理论方面都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传统观点在基于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微观效率时，没有考虑到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工作时间上的差异。在中国，加班在私营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

中更为常见。根据 2006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次全国工人劳动条件调查，国有企业工

作周 ( 即每周工作时间) 为 46．14 小时，而私营企业为 53．16 小时 ( ACFTV，2010) ①。

按工人数量而不是工作时间来衡量劳动投入将高估私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微观

效率。

其次，传统观点与国有企业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表现良好的证据相冲突，我们在本

文第三部分第三小节中说明了这一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第三，企业效率是一个微观问题，但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过程。我们无法在微观效

率的基础上判断企业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更高的微观效率意味着更高的潜在盈利能

力，但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才能将潜在的盈利能力转变为可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其

中充足的需求、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最重要的。虽然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能

低于私营企业，但它们可以创造经济范围的正外部性，促进经济增长。例如，Bai 等人

( 2000) 认为，国有企业为失业者提供社会安全网，这对社会稳定和整个经济的生产力

至关重要。Lo 和 Zhang ( 2010) 以及 Lo 和 Li ( 2011) 认为，国有企业是促进中国生产

率增长的卡尔多—维多恩效应的制度基础。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通过多种渠道发挥了促进增长的作用:

第一，国有企业扮演了经济稳定器的角色，抵消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②; 第二，国有企

业通过对风险技术领域进行投资来促进技术进步。此外，国有企业通过向工人提供生活

工资来建立一种对待工人的高端路径方法，这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至关重要。我们认为

这种高端路径方式具有潜在的促进增长作用，有利于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转变为更可

持续的增长模式。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似乎低于私营企业，然而，私营企业的较高盈利

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工人的大量剥削造成的。如果私人企业的利润得到投资，结

果就是增长———但私营企业的利润也会转向股息和非生产性用途，如投机性购买既有资

产。这一论点推动了对数据的检验，以确定国有企业是否与更快的增长相关联。我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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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实行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时的工时制度。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长期增长与周期性行为无关。我们拒绝这种观点。衰退或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降低经

济的长期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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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国有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讨论了中国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方

式，第四部分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阐述了本文

结论。

二、文献综述: 是否有共识

理论文献集中于微观效率而非国有企业的增长效应。Zhang ( 1995) 和 Zhou ( 2000)

认为，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在微观层面效率低下。但是，由

于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所有现代企业都必须面对委托代理问题。资本主义经济中典

型的大公司由雇佣的经理人经营，而不是由拥有它的股东经营。如何让高层管理人员为

最终所有者的利益行事是所有大型组织共同的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也出现在资本主义

国家的私营部门，例如政府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只对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非金融公司

( 如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 提供救助。企业的国家所有权不是软预算问题的根本原因，

因为当国家服务于私人资本利益时，私营企业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①因此，声称国有企

业效率低下的论点也可以用于证明私营企业效率低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论点未能

说明国家所有权与微观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Kaldor ( 1980) 认为公共公司

可以克服私人公司短视行为所带来的不足。Chang 和 Singh ( 1993) 认为，公共企业可以

通过动员储蓄和刺激投资来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在实证研究中，关于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 的 影 响，跨 国 研 究 的 结 果 并 不 一 致。

Fowler 和 Ｒichards ( 1995) 以及 Jalilian 和 Weiss ( 1997) 发现，国有企业对发达经济体

或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Doamekpor ( 1998) 和 Zhu ( 2005)

发现，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Cook 和 Uchida ( 2003) 发现，在 1988—

1997 年期间，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 63 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Plane ( 1997 ) ，Barnett ( 2000 ) 以及 Gylfason，Herbertsson 和 Zoega ( 2001 )

发现私有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暗示国有企业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同样也不一致。进一步观察这些研究可以发现，由于计量

经济学上的原因，其中部分研究的结果是不稳健或不一致的。Chen 和 Feng ( 2000 )

发现，利用区域数据，国有企业不利于截面回归的经济增长，并将这种不利影响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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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比于陷入困境的私营企业，预算软约束在国家企业的情形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国有企业往往对国

家资源提出强烈要求，虽然国家有时会拯救大公司，但一家大型私营公司的经理无法确保国家会在需要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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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有企业的微观低效率。但是，与面板回归相比，由于未观察到的变量，截面回归

可能会获得不一致的结果。Lin 和 Liu ( 200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提高一致性，发现

较大比例的私营企业有利于经济增长。虽然他们的区域面板数据涵盖了相对较长的时

期 ( N= 31，T= 24) ，但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他一些研究采用与

Lin 和 Liu ( 2000) 相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并确认了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 ( Phillips

and Shen，2005) 。由于缺乏单位根检验，这些结果可能会受到虚假回归的影响。此

外，并非所有这些回归都控制了区域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在一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Li 等人 ( 2012) 利用私营企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

来衡量企业家精神，并发现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在本研究中，作者将广义

矩估计法 ( GMM) 应用于区域面板数据 ( N= 31，T= 31) 而未报告工具变量的数量。值

得注意的是，当面板数据的样本容量相对较小时，GMM 的可靠性较差 ( Bazzi and Clem-

ens，2013) 。另一方面，Huang，Li 和 Lotspeich ( 2010) 认为，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防止大

规模失业来促进社会稳定，这可能会抵消国有企业的微观低效率。利用 1992—2007 年间

的区域面板数据，他们发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估

计中，根据数据采用两年或三年的平均值，因此他们的区域面板数据更短，并且控制了

区域和年份固定效应。

关于国有企业增长效应的文献没有达成共识。理论研究强调了委托代理问题和预算

软约束问题，但未能在国家所有权与这些问题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与这些研究相反，我

们关注的是宏观效率而非微观效率。我们强调，国有企业是内嵌于独有的制度之中，因

而以不同的方式行事。这些行为在微观层面可能看似效率低下，但在宏观层面支持经济

增长。微观和宏观效率之间的矛盾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凯恩斯。由于计量经济学问题，

目前的实证文献不足以为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国

有企业的同期效应上。本文反而考察了同期和长期的影响，因为只有从长远来看才能观

察到对增长的宏观效应。本文还明确考察了国有企业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效应，这将

影响到长期增长。

三、国有企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当私营企业减少投资时，国有企

业会维持并增加投资，从而在经济衰退时保持总需求。因此，国有企业稳定了经济增

长，减少经济衰退的破坏。其次，随着投资，国有企业开展了民营企业不愿做的重大技

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国有企业在工人待遇方面采取高端路径方式，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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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提高工人技能，促进生产过程创新，增加消费需求。如果中国走

向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种高端路径方法应该有促进增长的作用。

( 一) 国有企业的边界

为了研究国有企业的促增长作用，我们需要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比较，这

要求两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既指国有独资企业，也指国有控股企

业。国有控股公司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国企改革后才出现。表 1 列出了 2015 年中

国的就业结构，其中国有企业就业属于 XII 类和 XIII 类。只有非公司的国有企业才属于

XII 类; 占国有企业多数的其他国有企业都属于 XIII 类。我们没有包括 IX 类 ( 国有单位

就业) ，因为 IX 类的很大一部分不是企业就业。

表 1 2015 年总就业结构

I． 总就业
( 100)

II． 农村就业
( 47．8)

III． 城市就业
( 52．2)

IV． 农 业 就 业、农 村 私 营
企业就业和农村自主
创业( 47．8)

V． 城市私营企业就业
( 14．4)

VI． 城市自主创业和不明
身份就业( 14．8)

VII． 城镇单位就业( 23．0)

VIII． 集体所有单位
就业( 0．6)

IX． 国有单位就业
( 8．0)

X． 其他单位就业
( 14．3)

XI． 政府 和 政 府 资 助 的 机 构
就业( 数据不可得)

XII． 国有企业就业
( 数据不可得)

XIII． 国有控股企业就业 ( 数
据不可得)

XIV． 其他工作( 数据不可得)

注: 括号中的数字是每个部门在总就业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 NBS，2017 年) 。

不幸的是，工资和投资等主要经济变量的大部分可用数据都是针对国有单位而非国有

企业，而国有控股公司的数据仅存在于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部门 ( above-scale industrial en-

terprise sector，ASIE)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审查一项指标是否真正反映了国有企业的特征，

并在指标可能有偏差时提醒读者。

在界定了国有企业边界的情况下，我们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进行比

较。非国有企业是一个比私营企业更大的类别。除民营企业外，非国有企业还包括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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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体企业①和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但是，当非国有企业的数据不可得时，

我们将使用私营企业的数据。

( 二) 经济稳定器

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中国的私人投资更稳定。这在维持总需求，防止经济衰退和减少

所有投资者的不确定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发布了所有企

业和国有企业完成的月度投资数据，可用于显示国有企业在总投资放缓时的反应。如图

1 所示，当非国有企业投资在 2008—2009 和 2015—2016 年间增长放缓时，国有企业投

资增长尤为迅速。

图 1 2004—2017 年国有企业投资与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年度名义增长率

注: 投资的年名义增长是相对于去年同月投资的月度投资增长。上图显示了年度名义增长率的三个月移
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 NBS，2018 年) 。

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源于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控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 SASAC) 是 106 家最大的国有企业 ( 也称中央企业) 的控股股东，其中有 47 家

企业进入 2015 年《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名单 ( 国资委，2015) 。中共中央任命 51 个

最重要的中央企业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通过这些机构，中央政府可以指示国有企业在

必要时进行大规模投资。虽然国有企业在自己的投资决策中有一些发言权，但这些决策

是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稳定关系的背景下制度化的。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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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都是公共企业。然而，这些企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成为一个非常

小的部门，排除它们不会影响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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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宏观目标;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尤其是最大的国有企业，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

和财政支持以及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这种政府—企业的相互依赖促使国有企业履行中

央政府的命令。此外，国有企业的投资受益于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稳定关系。在

经济低迷时期，银行倾向于维持甚至增加国有企业的资金。

从理论上讲，稳定器作用对经济增长兼有短期和长期影响。从短期来看，国有企业

的投资可以减轻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由于经济衰退可能对长期增长产生永久性影响，

国有企业通过抵消短期内经济下滑的不利影响也可以促进长期增长。因此，国有企业的

稳定器作用可以有效地缓解像美国在 2008—2009 年经济衰退之后出现的 “滞后”效应

( Summer，2014 ) 。①国有企业的长期影响还取决于国有企业投资的效率和盈利能力。从

长远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给长期增长带来额外负担，特别是当中

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领域失去控制，国有企业以混乱的方式进行投资时。鉴于国有企

业对长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这需要进行实证检验。

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意味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可

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我们假设较高比例的国有企业会带来更快的增长，但预计增长

放缓也会导致国有企业的比例增加。国有企业对增长的积极影响可能被第二种关系隐

藏，通过后者，更快的增长导致国有企业的份额减少。在实证分析中必须考虑到这一

点，以避免互为因果关系。

( 三) 促进技术进步

为了衡量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增长，我们计算了研发 ( Ｒ＆D) 支出占产出的比例、

新产品带来的工业产出，以及每 1 000 名员工的专利数量 ( 如表 2 所示) 。我们使用

1995 年、2004 年和 2008 年进行的中国工业普查或经济普查数据，因为它提供了国有独

资工业企业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数据，符合我们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定义。值得注意的

是，我们尚未考虑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新产品或专利的异质性。表 2 显示，除了

1995 年新产品的产业外，每年三个技术进步的指标，国有企业都要优于非国有企业。

2008 年，国有企业相对优势的增加依然持续。Li 和 Xia ( 2008) 观察到类似的事实。另

外，Hsieh 和 Song ( 2015) 发现 1998 年至 2007 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快

于私营企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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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滞后指的是由于经济衰退阻碍了资本存量的增加和更新，并使劳动技能降低，经济衰退的短期影响是永久

性的。由于大衰退的长期影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经济大萧条之后数次下调了对美国经济的计划全产能 GDP 增

长路径。
Hsieh 和 Song ( 2015) 没有考虑工作时间的差异，然而这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较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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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

1995 年 2004 年 2008 年

研发 /产出( %)
国有企业 0．33 0．77 0．9

非国有企业 0．22 0．43 0．49

新产业① /产业( %)
国有企业 7 15 16

非国有企业 15 10 10

专利② /1 000 名员工
国有企业 N．A． 0．47 1．14

非国有企业 N．A． 0．45 0．85

注: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 ( NBS，2010a) ，“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和新设计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在
结构、材料或生产工艺方面改进最初产品的产品，以便提高产品性能或扩展产品功能。

② 在中国，有三种类型的专利: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这里我们指的是发明专利，
因为发明专利反映了比其他类型更重要的创新。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 NBS，1997; 2006; 2010a) 。虽然 1995 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只是国有企业
而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但它与 2004 年和 2008 年的人口普查相当，因为 1995 年的国有控股公司很少。最近的
经济普查是在 2013 年进行的。然而，2013 年人口普查并未提供国有控股公司技术进步的数据。

人们可以通过考虑研发活动的机会成本来质疑国有企业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作

用。换句话说，如果国有企业的研发活动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那么非国有企业可以更

有效地实现技术进步的相同表现。如果是这种情况，更多的技术进步可能与较少的国有

企业相关联。沿着这条路线，在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Wei、Xie 和 Zhang ( 2017) 认

为，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因为他们发现每 1 000 万

元公司级投资研发中，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专利数量高得多。作者基于取得的专利

数量来衡量研发活动的效率。①然而，技术是高度异质的。对专利数量的简单比较忽略了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专利的异质性。主要的技术创新需要大量投资，但不一定带来更

多的专利，这将降低通过该方法测量的研发活动的 “效率”。因此，Wei、Xie 和 Zhang

( 2017) 提出的证据并未证明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 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

将研发重点放在重大创新上。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提供了一种比较不同类型企业在技术进步中表现的方法，因为

只有重大创新可以争夺这一奖项。该奖项是五项最重要的国家科技奖项之一; 它也是唯

一可以授予组织的奖项。每年，国务院都会将这一奖项授予在技术研究、开发和创新方

面做出创造性贡献，推广先进技术应用，推动新技术产业化，或完成重大技术项目的中

国公民或组织。该奖项面向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和企业。获奖项目代表了中国最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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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样的结果可以用表 2 中的数字来计算: 2008 年，非国有企业每 1 000 万元研发投资的专利数量比国有企

业高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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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技术进步，为了解不同企业如何为国家技术前沿的拓展作出贡献提供了机会。①

我们使用最新的 2016 年 ( MOST，2017) 数据进行比较。这些数据不包含所有权信

息，我们使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辅以中国股票市场和会计研究数据库以及企

业网站的公开信息，以确定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2016 年，共有 610 个获奖

组织，其中 306 个组织为企业; 在这些企业中，60．5%是国有企业。这一结果表明，国

有企业在推动重大创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奖项中的大多数都是针对涉及多个组织的团体项目，其中一个组织被列为 “第

一”或领导者。在 2016 年获奖的 132 个项目中，有 36 个项目的第一组织是企业。在这

36 家项目领导企业中，有 31 家是国有企业，只有 5 家非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

重大技术项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我们将为获奖项目共同工作的第一组织定义为 “领导者”，将其他组织定义为 “追

随者”。在给定追随者类型的情况下，有趣的是看谁是领导者。表 3 给出了这种领导者

—跟随者关系。对于国有企业是追随者，领导者很可能也是国有企业，不太可能是非国

有企业。另一方面，对于非国有企业是追随者，领导者很可能是非企业组织，但依然不

太可能是非国有企业。表 3 显示，21 个非国有企业追随者与国有企业领导人合作，而只

有两个国有企业追随者与非国有企业领导人合作。

表 3 领导者和追随者

追随者
领 导 者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非企业组织
总 计

国有企业 70 2 49 185
非国有企业 21 2 98 121

资料来源: 获奖者名单来自 MOST ( 2017) 。企业所有权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证券市场
和会计研究数据库的信息确定。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三个等级: 大奖、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得大奖或一等奖的

项目在某些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如京沪高速铁路项目、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和双线杂

交水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不仅具有科学意义，而且具有经济重要性———它们旨

在降低运输成本，确保能源供应或提高生产率，所有这些都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从

2002 年到 2016 年，国有企业作为领导者贡献了 63．6%的大奖和 44．6%的一等奖，而非国

有企业作为领导者仅贡献了 3．8%的一等奖却并无大奖。这表明了国有企业在开展重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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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这些奖项对私营企业开放，但授予这些奖项的国务院有可能偏向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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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创新可能会在各个部门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尽管在重大创新中

占主导地位，但工业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规模以上工业部门研发总支出的 40%左

右。①这表明国有企业在利用资金追求重大技术创新方面拥有相对更高的效率。

人们仍然可以认为，假设非国有企业在针对重大创新的研发活动中花费相同数量的资

金，它们可能会比我们在国有企业中观察到的表现更好。然而，私营企业不愿意投资于重

大创新，这些投资通常是高风险的投资。重大创新有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并为整个国家

带来益处。面对激烈的竞争，私营企业倾向于关注边际创新，以降低成本或使产品多样化。

然而，重大创新要求企业不那么激烈的竞争环境，投资决策的长远观点以及与股东、员工和

金融机构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稳定关系。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有可能满足这些要求。

最后，国有企业的高端路径可以对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相

对较高，这给国有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高技术水平，以便在与低工资非国有企业

的市场竞争中生存。

( 四) 对待员工的高端路径方法

国有企业采用高端路径对待员工。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工作周比私营企业短。此

外，国有企业支付的工资明显高于私营企业: 2015 年，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比私营企业

高出 65% ( NBS，2017) 。②即使教育和性别得到控制，国有企业的员工仍然享有显著的

工资溢价 ( Ge and Yang，2014) 。③以城镇就业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生活工资标准，

2015 年，国有 企 业 的 平 均 工 资 比 标 准 高 出 10%; 而 私 营 企 业 则 比 标 准 低 三 分 之 一

( NBS，2017) 。通过不支付生活工资，私营企业得到间接补贴。④Li 等人 ( 2013) 以及 Li

和 Qi ( 2014) 表明，如果按照中国的劳动法要求支付工资，私营企业的利润将变为负

数。此外，大多数国有企业员工都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而只有少数私营企业员工可以获

得社会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例 2014 年分

别为 16．7%和 17．6%; 大多数农民工都是由私营企业雇用的 ( NBS，2015) 。如果私营企

业支付相同的工资和福利并且与国有企业的工作时间相同，那么它们就不会具有现在这

样的盈利能力和效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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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我们根据 2008 年经济普查的数据估算研发支出中的国有企业份额，2016 年可能略有不同。
我们使用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因为官方统计数据没有报告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
较高的工资与国有企业较高的资本密集度相关。国有企业的技术更先进，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 因

此，国有企业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然而，还有历史和制度因素确保工人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未支付生活工资的私营企业由其员工、员工家属和 /或国家补贴。
虽然汇总数据表明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更好，但它们并不总是对员工采取高端路径方式。最近，国

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合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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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人支付高工资并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正如我们在第四部分中看到的那样，

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在 1993 年至 2012 年的 20 年间表现出以利润为导向的增长

模式，这意味着 GDP 中较高的工资份额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尽管如此，国有企业的高

端路径可能会在当前的增长模式和向更可持续模式的转型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支付更高的工资并不一定与 GDP 中更高的工资份额相对应，因为 GDP 的工

资份额不仅取决于工资，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对待员工的公路方法可以促进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如果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超过工资增长率，则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利润份

额。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士气; 它们也有助于提高工作技

能和刺激创新。高端路径可以创造相互信任和相对和谐的管理层—员工关系。对劳动过

程的比较研究表明，相互信任的管理层—员工关系是支撑日本汽车制造公司相对于其美

国竞争对手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 Helper and Henderson，2014) 。

其次，国有企业在对待工人方面采取的高端路径可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前瞻性作

用。这一作用很重要，因为当前经济模式的一些关键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的经济

增长需要劳动力的可持续再生产，这反过来要求雇主支付生活工资。不支付标准的生活

工资———这在私营企业中很普遍———迟早会产生社会和经济增长的障碍。低工资和低工

资导致的加班工作挤压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牺牲了工人的健康。恶劣的工作条件和

无意义的长时间工作加剧了劳资冲突，破坏了社会稳定。

不可持续性的另一个方面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 Zhu and Kotz，2010) 。由于工资

低，经济的消费需求不足，使经济容易受到过度投资，贸易冲突和全球经济的外部冲击

影响。因此，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需要稳定增加工资和总需求中的消费，并摆脱对

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考虑到对待工人的高端路径方法，国有企业更容易接受更高的工

资。因此，国有企业可以成为连接旧的和更可持续的新经济模式的桥梁。

总之，有许多理由期望国有企业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不会在短

期内出现。鉴于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考虑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人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国有企业似乎与较低的经济增长有关。这是关于国有企业对经

济增长影响的观点相互矛盾的一个原因，尽管意识形态偏见是认为国有企业 “必须”对

经济增长有害的另一个原因。关于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创新通常需要时间才能在经济

上获利并在整个经济中传播，这也使得国有企业的积极影响可能只会在长期出现。对待

员工的高端路径可能的好处也会在长期中实现。只有在转型发生后我们才能看到向可持

续经济模式过渡的前瞻性作用。总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中检验的假设

是国有企业是否抵消了经济衰退并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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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 一) 实证模型

在本节中，我们根据覆盖 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而排除重

庆和西藏) 和 20 年 ( 1993—2012) 的面板数据集来估算国有企业的增长效应。为了克

服经济周期对国有企业衡量的影响 ( 如上所述) ，我们采用所有变量的 5 年平均值。因

此，平均面 板 数 据 集 涵 盖 29 个 区 域 和 4 个 非 重 叠 时 期 ( 1993—1997，1998—2002，

2003—2007 和 2008—2012) 。我们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GＲOWTHit = β0 + β1LSit + β2SOEi， t －1 + β3SOEi， t + β4SLOWit

+ β5SOEit × SLOWit +∑
j
β jXjit + γi + δt + εit ( 1)

在等式 ( 1) 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区域和周期; γi 和 δt 分别代表单位和年份固定

效应; εit是误差项。GＲOWTH 是实际 GDP 的增长率，LS 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

额。这两个变量建立了非正统增长和分配模型的基本框架。在非正统增长和分配模型

( 特别是 Kaleckian 模 型) 中，经 济 增 长 可 以 表 示 为 工 资 份 额 或 利 润 份 额 的 函 数

( Naastepad and Storm，2006; Stockhammer，Onaran and Ederer，2008; Hein and Vogel，

2007) 。β1 的符号显示了增长体制的类型; 如果 β1 ＞0，它是以工资为主导的增长体制;

如果 β1＜0，它是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体制。

接下来，我们将 SOE 变量添加到基本增长—分配框架中。国有企业变量衡量的是国

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如何衡量 SOE 将在下一小节中讨论。我们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一

期 ( 即 5 年) 滞后，以捕捉主要技术创新的影响，这意味着这些创新平均需要五年才能

在经济上有效。在整个应用过程，成本降低和市场形成过程中，这些影响不能立即实

现，技术的传播可能需要数年; 因此，技术进步的经济影响往往与几年前发生的国有企

业的活动有关。如果 β2＞0，则支持国有企业从长远看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设。为了在经济

衰退中捕捉国有企业的稳定器效应，我们在同期国有企业变量和虚拟变量 SLOW 之间增

加了一个交互项，如果一个地区一年的固定投资 ( 按实际价值计算) 的增长率低于改革

时期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则定义为 1，否则为 0。固定投资的增长率被用作基准，因

为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应对低水平的私人投资。交互项的系数 β5 反映了国有

企业可以抵消经济放缓的不利影响。对于交互项，当 SLOW = 0 时，国有企业的同期效

应变为 β3，而当 SLOW= 1 时，国有企业的同期效应变为 β3+β5。

除了国有企业变量，还包括其他控制变量，这些变量经常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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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中: PＲI 和 SEC 代表了部门结构; OPEN 代表贸易开放; FDI 代表吸收外来直接

投资; GOV 代表政府的规模。表 4 给出了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表 5 给出了描述性

统计。

表 4 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变 量 定 义 数 据 来 源

GＲOWTH 区域 GDP 实际增长率 国家统计局( NBS，2010b) ，CSY
LS 员工报酬 / ( GDP-固定资本折旧) CSY

SOE1
国有工业企业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就业 /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

国家统计局( NBS，2010b) ，CSY

SOE2
国有工业企业和国有控股工业股份制企业产值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出

国家统计局( NBS，2010b) ，CSY

PＲI 第一产业增加值 /GDP 国家统计局( NBS，2010b) ，CSY
SEC 第二产业增加值 /GDP 国家统计局( NBS，2010b) ，CSY
OPEN ( 出口+进口) /GDP 国家统计局( NBS，2010b) ，CSY
FDI 外国直接投资 /GDP Wind 数据库

GOV 政府消费 /GDP 国家统计局( NBS，2010b) ，CSY

注: CSY 是指中国统计年鉴的各种问题。国家统计局 ( NBS，2010b) 仅涵盖 1949—2008 年间的数据，因
此我们从 CSY 收集其余数据。

表 5 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数 量 均 值 标准差

GＲOWTH 116 0．110 0．019
LS 116 0．575 0．077

SOE1 116 0．524 0．226
SOE2 116 0．526 0．207
PＲI 116 0．161 0．082
SEC 116 0．451 0．077
OPEN 116 0．314 0．400
FDI 116 0．035 0．035
GOV 116 0．144 0．038

( 二) 衡量 SOE

等式 ( 1) 中的变量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目前的研究使用了 SOE 变量的各

种定义。例如，Lin 和 Liu ( 2000) 衡量私营企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Phillips

和 Shen ( 2005) 采用了五项指标: 国有企业在总就业、工业总产值、建筑业、零售业和

固定投资中的份额。

在所有可能的指标中，我们首先排除了国有企业在建筑业或零售业中的份额，因为

这些指标仅反映了一些小部门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其次，国有企业在职工 ( 正式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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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中的份额可能会高估国有企业的比例，因为在城市正规部门改革中，职工在城市就

业中的比例从 1993 年的 81%大幅下降到 2008 年的 38% ( NBS，2010c) 。再次，国有企

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不是一个合适的衡量指标。这实际上是通过国有单位的就业除以总

就业来计算的，而国有单位的就业包括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就业，但不包括国有控股公

司的就业。国有企业在固定投资中的份额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为了衡量国有企业在企业部门中的份额，我们不得不重点关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 ASIE) 部门。官方统计数据提供了 ASIE 部门的国有企业数据。我们采用国有企业在

ASIE 部门就业和国有企业在 ASIE 部门产出中的份额。①

( 三) 方法和结果

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等式 ( 1) 。最近，将 GMM 应用于中国的区域面板数

据已变得很受欢迎; 然而，GMM 是为 “大 N 和小 T”面板设计的，但我们的面板是小

N。同时，鉴于我们有一个短面板 ( T= 4) ，我们无法探索面板的时间序列维度，并且面

板单位根检验并无意义。虽然它很简单，但固定效应模型可以通过清除未观察到的个体

效应来提高估计的一致性。我们还为所有模型添加了时期虚拟变量。鉴于中国的改革是

一个以不同速度在不同地区发生的渐进过程，解释变量很可能与时期相关。豪斯曼检验

也表明应该添加时期虚拟变量。

我们没有使用工具变量来处理关键变量的可能内生性。由于许多因素可能对经济增

长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很难为增长模型找到合适的外生工具变量。尽管如此，我们对原

始数据取 5 年均值已经处理了由于国有企业的反周期波动导致的增长与同期国有企业之

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此外，国有企业的滞后是增长的外生因素。为了避免遗漏变量，除

了区域固定效应外，我们还控制时间虚拟变量以及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虽

然在内生性方面估计存在不完善，但我们认为结果可以为正在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些

证据。

表 6 给出了以 SOE1 为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模型 ( 1) 是增长和分配之间的简单关

系。LS 的系数 是 负 的 且 具 有 统 计 显 著 性，表 明 增 长 机 制 是 以 利 润 为 导 向 的，这 与

Molero-Simarro ( 2015) 的结果相呼应。在表 6 中的所有模型中，LS 的系数都是负的; 特

别是，模型 ( 6) 中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这意味着从 2003 年到 2012 年，增长机制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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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SIE 数据仅在 1998 年之后可用。在 1993—1997 年间，我们使用国有企业在工业职工数量中的份额和在

“具有独立会计制度的企业”的工业产出中的国有企业份额。如上所述，职工在城市就业中的比例从 1993—2008 年

间大幅下降。这种下降主要发生在 1998 年国有企业改革加速之后; 因此，我们使用的措施仍然可以反映 1998 年之

前的国有企业份额。此外，表 6 中的模型 ( 6) 和表 7 中的模型 ( 11) 报告了 2003—2012 年间的结果，这些数据都

是关于 ASIE 的，可以看作是一个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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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SOE1 的估计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LS －0．104＊＊＊ －0．085＊＊＊ －0．089＊＊＊ －0．079＊＊＊ －0．059＊＊ －0．146＊＊

( －3．078) ( －2．917) ( －4．177) ( －3．816) ( －2．539) ( －2．358)
LSOE1 0．085＊＊＊ 0．071＊＊＊ 0．074＊＊＊ 0．065＊＊ 0．143*

( 5．337) ( 3．234) ( 3．267) ( 2．080) ( 1．957)
SOE1 －0．010 －0．012 －0．002 －0．122

( －0．608) ( －0．560) ( －0．105) ( －1．573)

SLOW －0．012＊＊＊ －0．027＊＊＊ －0．025＊＊＊ －0．042＊＊＊

( －4．701) ( －5．446) ( －4．613) ( －3．378)
SOE1 ×SLOW 0．027＊＊＊ 0．022＊＊ 0．066＊＊

( 2．821) ( 2．372) ( 2．213)

PＲI －0．062 －0．013
( －0．693) ( －0．077)

SEC 0．032 －0．085
( 0．647) ( －0．966)

OPEN 0．004 0．032
( 0．221) ( 1．351)

PDI 0．035 0．150
( 0．325) ( 0．562)

GOV 0．016 －0．222*

( 0．371) ( －1．848)

调整 Ｒ2 0．512 0．611 0．664 0．677 0．674 0．621
观测数 116 116 116 116 116 58

观测时期 1993—2012 1993—2012 1993—2012 1993—2012 1993—2012 2003—2012

注: 因变量是地区 GDP 的实际增长率。t 值出现在括号中。* ，＊＊和＊＊＊分别代表 p＜0．1，p＜0．05 和 p＜
0．01。所有标准误都是异方差性的。所有变量包括常数和年度虚拟变量。

更加以利润为导向。模型 ( 2) 增加了滞后的 SOE 变量，其具有正面和统计上的显著性

影响。这种积极效果仍然适用于所有模型。模型 ( 3) 增加了同期的 SOE 和 SLOW 变量。

模型 ( 4) 进一步添加交互项。同期 SOE 的系数是负的，但在模型 ( 3) 和模型 ( 4) 中

统计上都不显著。模型 ( 4) 中的交互项系数是正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国有

企业抵消了经济衰退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模型 ( 4) 的结果意味着国有企业在长期和

经济衰退中促进增长，尽管国有企业在正常时期对增长没有显著的同期影响。当添加控

制变量时，该结果保留在模型 ( 5) 中。这些控制变量对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

模型 ( 6) 侧重于 2003—2012 年。模型 ( 6) 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对经济衰退的长期

效应和抵消效应都变得更大。在控制变量中，GOV 对增长具有负面和统计上的显著影

响，这可能表明前者政府机构的生产功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和 21 世纪初国企改革

后被转移到企业; 其他变量仍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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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给出了以 SOE2 为衡量指标的结果。模型 ( 7) —模型 ( 11) 分别对应于表 6 中

的模型 ( 2) —模型 ( 6) 。与表 6 中的结果一样，LS 的结果表明增长体制是以利润为导

向的。在所有模型中，同期 SOE 的系数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国有企业的长期影响在模

型 ( 7) 、模型 ( 8) 、模型 ( 9) 和模型 ( 11) 中是正向的和统计上显著的，但在相同置

信水平下模型 ( 10) 中的在统计上不显著 ( 在 p = 0．15 时显著) 。在模型 ( 9) 、模型

( 10) 和模型 ( 11) 中，SOE2 ×SLOW 的系数是正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 ( 10) 中，

所有控制变量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相比之下，在聚焦于 2003—2012 年间的模型 ( 11)

中，PＲI 和 SEC 具有负面和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OPEN 具有正的且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GOV 具有负的和统计上显著的影响。模型 ( 10) 和模型 ( 11) 中控制变量的结果之间的差

异可能表明 2003 年之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房地产 ( 这是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门) 和

全球市场。

表 7 SOE2 的估计结果

( 7) ( 8) ( 9) ( 10) ( 11)

LS －1．106＊＊＊ －0．098＊＊ －0．092＊＊＊ －0．073＊＊＊ －0．173＊＊＊

( －3．109) ( －4．499) ( －4．515) ( －3．030) ( －4．021)
LSOE2 0．060＊＊＊ 0．059＊＊＊ 0．062＊＊＊ 0．038 0．220＊＊＊

( 3．227) ( 2．781) ( 3．167) ( 1．592) ( 5．634)
SOE2 －0．032 －0．035 －0．019 －0．013

( －1．103) ( －1．286) ( －0．646) ( －0．450)

SLOW －0．013＊＊＊ －0．028＊＊＊ －0．024＊＊＊ －0．068＊＊＊

( －4．884) ( －3．824) ( －3．497) ( －4．707)
SOE2 ×SLOW 0．018* 0．115＊＊＊

( 1．727) ( 4．188)

PＲI －0．018 －0．426＊＊＊

( －0．179) ( －3．530)

SEC 0．050 －0．107*

( 1．034) ( －1．871)

OPEN －0．007 0．056＊＊＊

( －0．466) ( 3．855)

PDI 0．082 0．086
( 0．742) ( 0．448)

GOV 0．052 －0．343＊＊＊

( 1．055) ( －3．439)

调整 Ｒ2 0．550 0．646 0．655 0．656 0．796
观测数 116 116 116 116 58

观测时期 1993—2012 1993—2012 1993—2012 1993—2012 2003—2012

注: 因变量是地区 GDP 的实际增长率。t 值出现在括号中。* ，＊＊和＊＊＊分别代表 p＜0．1，p＜0．05 和 p＜
0．01。所有标准误都是异方差稳健的。所有模型包括常数和年份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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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在正常时期和经济衰退时期，国有企业对增长没有显

著的同期影响。国有企业在经济衰退中的同期效应，即 β3 +β5，在表 6 和表 7 的大多数

模型中统计上不显著。①同时，结果支持了我们关于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且长期的

影响以及国有企业可以抵消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

最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用国有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部门增加值和国有企业在工业增加值总额中的份额取代 SOE1 和 SOE2。其次，我们采用

国有企业在较大部门的份额，即结合规模以上工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的部门。第三，我们

使用年度数据而不是五年平均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发现面板中的

变量是 I ( 0) 或 I ( 1) 变量，因此我们将合并的均值组方法应用于数据。总的来说，

关键结果仍然存在于稳健性检验中。②

( 四) 政策影响: 短期主义与长期增长

如上所述，对于某些地区而言，国有企业似乎与同期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为当经

济放缓时，国有企业往往增长得更快。我们发现某些模型中同期效应的系数具有接近的

统计显著性。此外，一些较先进的地区 ( 如浙江省) 现在拥有的国有企业很少，这可能

会向其他地区发出虚假信号，即私有化可以促进各地的增长。

因此，即使私有化在长期内损害了经济增长并使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或内部矛盾

带来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国有企业和地方官员也很有可能将国有企业私有化。③然而，鉴于

地方官员之间围绕晋升激烈的竞争，他们的行为通常以短期主义为特征。地方官员可能会

寻求将地方国有企业私有化，因为他们相信这会加速 GDP 的增长，或者“改革”的国有

企业会美化他们的简历，从而有利于政治晋升，而官员在私有化的负面影响出现之前就离

开该地区。官员通常可以从私有化中获得的个人物质利益也可能促进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这种私有化的短期主义也可能出现在中央政府层面。但是，官员之间的竞争并不是

国家层面的动力。国家和领导层有更多的空间来考虑长期目标并抑制地方的短期主义。

国资委在 2003 年成立，负责监管最大的国有企业，使国家能够加强对长期目标的关注，

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最大的国有企业与地方的短期主义隔离开来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

对私有化的态度对于国有企业的未来至关重要。

近年来，特别是自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大规模刺激计划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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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仅在模型 ( 11) 中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和正的影响。
可根据要求提供稳健性检验。
在中国的背景下，国家指的是中央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最近通过取消或削弱国资委可能对国有企业施加的干预来改变国资委的作用 ( 国务

院，2017) 。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国家使国有企业追求长期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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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阶段，其特点是增长放缓、债务 /收入比率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

沫增大、工资上涨。债务上升和产能过剩是国有企业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们被鼓励在金

融危机期间大量借贷以资助大型投资。现在是国家思考如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以及启动

新一轮私有化是否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时刻。我们的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私

有化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我们认为，私有化将破坏中国在不利条件下实现良好经济增

长的核心支柱。

五、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解决中国背景下的经典问题: 国家所有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

什么? 早期的文献没有考虑到私营企业苛待它们的工人，违反中国的劳动法，并为工人

提供低于维持生活的工资。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将侵蚀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忽视了国有企业在稳定经济增长和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我们认

为国有企业在几个方面正在发挥促进增长的作用。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投资在经济下滑

时稳定增长。国有企业通过投资风险较高的技术进步领域来促进重大技术创新。此外，

国有企业采用高端路径对待工人，这将有利于向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过渡。我们的实证

分析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促进了长期增长，抵消了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而对经济增

长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同期影响。

与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中国以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部门而著称。从历史上

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不断影响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断

变化的角色反映了经济的动态矛盾。国有企业从从事基本生产和提供福利的单位转向面

向市场竞争的自主公司，同时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人们可以预期，未来国有企业

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国有企业如何发展对解决中国经济的当代矛盾和寻找可持

续经济模式的道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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